
从 “门图” 文书看徽州僧 （道） 俗关系

与传统社会之变迁

王振忠

　
摘　 要　 迄今所见的 “门图”文书相当有限，但却是我们观察区域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在传统时代的徽州，

僧、道是颇为特殊的群体。自宋代以来，在地方上具有实力的族姓成为寺庙、道观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当时，

建寺 （观）守祠颇为普遍，寺庙道观对于特定族姓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然而，及至明代中叶以后，不

少族姓与寺庙道观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寺庙、道观出现了诸多纷争，其焦点主要

在于———当时与特定族姓若即若离的一些寺庙、道观，最初究竟是立寺 （观）护祠，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众姓香

火。揆诸实际，由于明代前、中期不少族姓一度疏于对寺庙、道观的支持与控制，这些寺庙、道观遂殚思竭虑

地挣脱特定族姓之控制。可能也就在此后不久，僧、道逐渐发展出各自的 “门图”，借此将原本隶属于一姓的

香火院变为四方众姓之公共香火。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门图”便作为僧、道的一种权益或资产可以继承、

买卖及典当。僧、道通过发展 “门图”，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从而摆脱了先前特定族姓檀越之控制，这也

不断诱发一些族姓与寺庙、道观的矛盾与冲突。当时，徽州的各个族姓也正是通过与僧、道以及佃仆 （或小

姓）之纠纷与冲突，加强了自身的宗族统合———这是明代中叶以来伴随着徽州社会的剧烈变迁，僧 （道）、俗

双方都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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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徽州的僧 （道）俗关系，此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日本学者川胜守在概述宋元明清徽州地方

佛教和道教的基础上指出：明清时代的徽州，“因儒教发展其宗族文化，因而抑制了佛教、道教的发展”①。

臼井佐知子也持类似的看法，她认为：明代政府采取了在庶民间渗透强化宗族关系，强调以宗法为基础之伦

理观念的政策，这一点对于一般民众颇有影响，使得人们对于寺院僧侣的看法发生了变化②。阿风以 《杨干

院归结始末》等为例，分析了明代徽州宗族与宗教发展的关系③。他认为，宗族墓地、祠庙纷争的背景，与

宗族之祭祀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说来，是与民众观念的变化 （始祖祭祀之扩大化和祠庙的

去佛道化）和国家权力干预 （土地登记与寺观归并）相关④。此外，郑小春聚焦于祁门 《吴氏?坑永禧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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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守：《明清时代徽州地方的宗族社会与宗教文化》，见周绍泉、赵华富主编：《’９８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４１３ ４３９页。
臼井佐知子：《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
阿风：《从 〈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之一》，见 《徽学》２０００ 年卷，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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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录》一书，也重点考察了国家政策变化背景下僧俗社会关系的嬗变。①

大致说来，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是从宗族发展的角度考察僧 （道）俗关系，而对于明代以来寺庙道观

本身的变化及其与普通民众之关系，关注仍然远远不够。关于这一点，此前，笔者曾撰 《华云进香：民间信

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一文，指出：明清以来徽州民间普遍存在着朝山习俗，各地民众

根据距离的远近、个人经济能力之高低，选择不同的地点朝山进香。其中，最为重要的进香旅程是前往九华

山和齐云山，俗称 “朝九华”和 “上齐云”，以及随后出现的融为一体之 “华云进香”活动。从民众的信仰

生活、僧俗关系以及村落会组织之运作来看，“华云进香”习俗为我们探讨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② 而本文聚焦的 “门图”文书之研究，或许可以提供一些进一步的参照。

关于寺庙道观的 “门图”问题③，吴艳在 《“门图”：１９２０年前上海民俗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一文中，
曾引用 《汉语大词典》中 “门徒”词条解释曰：

江南旧俗，大户人家有约定的僧尼道士做礼忏，平时互相往还，这些僧道被称为某施主的 “门徒”。唐裴

C 《传奇·孙恪》：“袁氏曰：‘去此半程，江鉌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宋王溥 《唐会要

杂录》：“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

作者认为，“可见，‘门图’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最初主要服务于大户人家”。不过，揆情度理，“门图”

虽然也可称之为 “门徒”，这可以作为后世 “门图”的源头，但 “门徒”主要反映的是僧道与施主之人身关

系，后世作为具有地理意义的活动 （营业）范围之 “门图”，与唐代之 “门图”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关于 “门图”，以往的一些方志、文史资料以及人物访谈中皆颇有涉及。２０１０年，顾冠福、龙飞俊联名
发表 《一位上海城派道士的口述史———顾冠福道长访谈录》一文，其中提及顾冠福道长的回忆：“什么叫门

徒制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归我做的，那个地方归你做的，大家对生意的范围都有一个划分和共识。”④ 这是道

士及民间人士对 “门图”最为通俗的理解。⑤

２０１３年，法国学者高万桑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Ｇｏｏｓｓａｅｒｔ）发表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１８５０—１９５０”一文⑥，其中指出：“在缺乏国家授权情况下并没有出现管制不利 【力】

和无序的竞争。在当地社会中，（虽然）没有国家正式授权，（但）这些仪式专家 （也）无法随意工作。至少

在江南，他们受到监管的一个主要形式表现为辖区的制度，城市和农村地区都被划分成很多辖区，其中每个

辖区属于同一仪式专家家庭，这些家庭拥有世袭的垄断权利来主持辖区内的仪式，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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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春：《徽州宗族与香火院———基于祁门盘溪吴氏和永禧寺的考察》，原为第四届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６日），后刊 《安徽大学学报 （哲社版）》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参见王振忠：《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在对传统时代民间艺人群体之研究中，亦多有涉及 “门图”者。除了当代方志、文史资料等的概述性描述之外，较为集中的研究主

要有：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吴艳：《“门图”：
１９２０年前上海民俗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中国音乐学》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吴艳：《从 “门图”到 “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

迁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９年；吴艳：《“门图”与 “搭班”：上海民俗 “音乐人事”的特定机制》，《剧影月报》

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顾冠福、龙飞俊：《一位上海城派道士的口述史———顾冠福道长访谈录》，《史林》２０１０年增刊。这种情形，在江南各地颇为普遍。
例如，在江苏武进，１９４９年以前当地有职业性的司长 （也称道士）约二三十人。这些人按门图划分地段为人们驱鬼逐邪，运用传统

乐器吹吹打打，其活动包括拜忏、打醮、放焰口等。凡其门图内农家死了人，总要请司长拜忏做道场，起棺、安宅、蜡祭等事亦需

延请张罗。此类习俗在合作化运动后逐渐废止。（参见武进县虎龙塘乡编史修志办公室所编：《虎龙塘乡志》第 ５０章 《宗教帮会》

“‘司长’门图”条，非正式出版物，１９８５年，第 ２０４页）而在无锡，旧俗有 “门图斋主”，涉及的三种相关职业分别为道士 （俗称

道人）、乐户 （俗称吹打）和脚班 （即搬运工人）。他们各有特定划分的地区，称门图，该地区内的居户就是斋主。居民遇有婚丧喜

庆等事，皆要延请道人、吹打和脚班。这三种职业各有活动范围，其他门图的道士、乐户和脚户不能随便介入，除非本门图的道士

等转请他们帮助，故当地俗有 “哪里的黄鳝吃哪里的泥”的民谚。“门图斋主”世代相沿，道十等垄断的门图可由其后辈继承，也

可相互转让或购买。（章振华、王佩兴：《无锡传统风俗》，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９１年，第 ７４页）
关于江南的 “门图”，吴艳所著 《从 “门图”到 “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一书中，利用较为晚近的乡土调查资料

有更多的勾勒。

刘淑芬、康豹编：《信仰、实践与文化调适———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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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这样的领土被称为门图 ／徒或门眷。”上述文字引自翌年在上海出版的一册论文集①，其中有些部分的汉

语译文颇可进一步斟酌，故本人在引用时稍作处理 （如括号中的起承转合之文字为引者所加）。另外，在我

看来，文中提及的 “制度”，若理解为约定俗成的 “习惯”似乎更为妥帖。

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在清代，南方不少地方都存在着 “门图”的习惯。２０２０年，薛梦缘在 《清末民

初苏浙皖民间道士门图刍议》② 一文中指出：“晚清，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民间道士内部出现了富有地理

意义的门图，即道士们划定地段为主家提供道教仪式服务。”③ 薛氏在论文中征引了上海交通大学收藏的一份

１９４４年歙县瀹潭之门图合同，并就此做了简单的分析，这是管见所及目前唯一稍微涉及徽州 “门图”研究的

论文。不过，她将苏、浙、皖三省 “门图”之出现定在晚清，在时代上显然过晚。有鉴于此，本文拟发掘新

见的徽州文书史料，对徽州 “门图”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勾勒，并从明清时代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上，分析

“门图”之产生及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一、有关徽州 “门图”的几个例子

（一）休宁县易山寺与福通庵的 “门图”买卖

此前出版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第 ６册中，收录有 《清康熙十二年

二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休宁县）金氏誊契簿》，个中披露了两份颇为珍贵的 “门图”契约，其一为

《福通原买门图契抄白》：

十七都易山寺东房立卖契僧治凡，今因本寺乏僧撑持，自愿央中，将承祖遗下东房所管各村门图阴阳祈保

大小吉凶斋醮一切法事，凭中开明，另列于后，尽行立契，出卖与僧方定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得受时值

价白纹银七十两正。其银当成契日，是僧一并收足讫，并无欠少分文，亦无准折之类。其各宅门图，随即交与

买主僧管业，无得生情异说。倘有内外人拦阻，及重复一切不明等情，尽是出卖僧承当，不涉买主僧之事。其

有上首来脚契与别村相连，缴付不便，日后刷出，不作行用。今恐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

今将各宅门图地方开明于后：

南关店、潜阜岭，达里锡入殓；水泾口余宅、潘宅，田?金、范，黄茅山，查塘里外金、唐宅，里叶，以

上大小吉凶法事，一并俱是泉水塘；林塘范，曹柯乐，圆塘，潜阜叶、胡、程、朱、郑、金、张众姓，大路街

朱、唐、汪、方、吕众姓八图等处，上渡金众姓，叶打锡，以上忏法事，新屋下入殓等忏法事，朱村朱宅。众

姓总开明，再批，押。

其有原当契一纸未缴，仍系卖主僧收执，又批，押。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卖契僧人治凡押

凭中黄蕴文押、吴天仪押

叶启华押、金民表押

黄宽受押、何天仪押

金历三押、金又李押

张景周押、吴鲁珍押

依口代书吴兆祥押、金钟文押

僧愿峰押④

从上述契约所列各地点之相关内容来看，此一门图具有明显的地理意义。这是清朝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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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本土仪式专家授权及管控 （１８５０—１９５０年）初探》，见王岗、李天纲编：《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５页。
薛梦缘：《清末民初苏浙皖民间道士门图刍议》，《安徽史学》２０２０年第 ５期。
另外，２０２１年初，张侃在一篇访谈中也谈及 “门图”的研究。（见 《在 “田野”理解地方宗教文献的几点体会》，“澎湃”私家历

史，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日）。他所利用的资料，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浙江衢县之相关文书。其间，他谈到了道教门图契约与佛教门
图契约以及绍兴贱民契约 （门眷）之不同，但因系漫谈较为简略，难知其详。关于衢县之门图资料，十数年前，笔者曾在皖南某书

商提供的书目中了解到，浙江衢县吴氏的一批文书中，有晚清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年）刊印的 “门图单”。

《清康熙十二年二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休宁县）金氏誊契簿》，见封越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

编·置产簿》第 ６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６５１ 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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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徽州休宁县十七都易山寺东房，因该寺 “乏僧撑持”，遂将东房所管各村门图阴阳祈保大小吉凶斋醮一

切法事开明，尽行立契，出卖与福通庵僧方定名下为业。契约内所列的 “门图地方”，为特定村落中的一些

人户。这些人户，原本是易山寺东房服务的对象，当时就通过一纸契约，转而成为福通庵僧方定专属的营业

范围。今查抄本 《休宁县都图甲户地名备览》，十四都八图之下的十甲分别为：（一）金万钟，潜阜；

（二）金应震，西门桥；（三）朱堡，潜阜；（四）查守徽，西门桥；（五）金呈福，潜阜；（六）郑泽，潜

阜；（七）金高尚，新珠楼；（八）朱璋璜，潜阜；（九）朱廷，潜阜；（十）唐元亭，潜阜。以上十甲之中，

有四甲都位于潜阜附近，这与上揭的 “潜阜叶、胡、程、朱、郑、金、张众信”，有三个姓氏相吻合。“凭

中”之中的黄、吴、叶、金、何、张、吴，应有部分系属 “门图”诸姓，这种改变 “门图”所属之交易，可

能也得到 “门图”中有力者的首肯。

此外，《清康熙十二年二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休宁县）金氏誊契簿》中另有一契：

立当契福通庵僧玉峰同师侄月朗，今因常贮堕塌，债负符纸田本无办，自情愿央中，将师祖遗下门图契

约，出当与易山寺名下。当日三面议定，得受价银六十两整。其银当成契之日，是身一并收足讫，其银当日三

面言定，每月二分行息，其银约至秋收，本利一并清完，不致短少。其当期不拘年月，听从原价取赎无辞。如

有银利不清，听从所管门图，无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出当契存照。

其银色九七平潜阜米砝，并上首原契一纸，又据。再批。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　 日立出当契僧玉峰押
同侄月朗押

凭中金功受押

任同和押

李坤如押

依口代书僧心诚押

这是有关 “门图”交易的另一份相关契约。原契中的 “师祖遗下门图契约”，反映出此类 “门图”是以

契约形式呈现，且传承已久，历世师徒授受。乾隆三十五年 （１７７０年）三月，福通庵僧玉峰同师侄月朗，将
“门图”契约出当于易山寺名下。该契之后注曰：“此当契并原买契，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庵主知觉，公同商

议取回，仍布施上庵，招僧主持。取价六十两，新、老二厅十两，中廿五两，和廿五两。”① 从该条注文可知，

前述的行为，应是僧玉峰及其师侄月朗二人私下的行为，后为福通庵庵主发觉，并被赎回。

综上所述，从雍正末年至乾隆中叶，上述两份契约，反映的是福通庵与易山寺相互之间买卖与出当 “门

图”之事实。易山寺位于休宁县十七都，明代著名官僚、休宁人范涞在 《叶时新传》中指出：“公生平伉直

敏练，坦衷无城府，好施予……曾同余读书易山寺。”② 可见该寺早在 １６世纪就已存在。至于福通庵，则与休
宁金氏家族关系密切。《清康熙十二年二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休宁县）金氏誊契簿》中收录了一份卖

契，内容是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十月十四都六图陈汝廷仝弟廷臣、嫂陈阿叶，因钱粮无办，将祖遗下园一业，
尽行出卖与十四都八图金氏名下为业。该契之后注明：“其园布施与福通庵僧种，办纳潜阜桥头亭地税，并本

园钱粮，本家不收租利。”此外，誊契簿中另誊抄有 “僧领约”附后：

立领约福通庵住持僧德静，今领到庵东耕礼堂名下十七都坐落土名光谷山园一业，计税亩半，本庵耕种，

每年办纳汪起户钱粮外，纳潜阜桥亭地税，纳金元户钱粮二钱，所有余租，听僧供佛，不得私行典卖。如有此

情，察出，鸣官究治，无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永远存照。

雍正八年十月　 日立领约僧德静押，
凭中金民表，又

金近可③。

综合上述的两份契约，雍正八年休宁十四都八图金氏，将购得之园布施与福通庵僧耕种。此一例子，反

映了捐施者与寺僧的相互关系。“耕礼堂”应是金氏的一个公堂，而 “庵东”一词，则反映了金氏耕礼堂与福

通庵的密切关系，表明福通庵之日常开支应主要依靠金氏家族的捐舍。换言之，福通庵应是休宁金氏的香火院。

６０２

①

②

③　 封越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第 ６册，第 ６５４ ６５５、４４３ ４４４页。
上海图书馆编，陈建华、王鹤鸣主编，王铁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４ 《传记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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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歙县南乡玉岐寺的 “门图”

晚清歙县大阜江氏 《六德祠记产》抄本①为一誊契簿，其中收有一份议约：

立议约玉歧 【岐】寺僧德赞，原有本房承祖门图大阜潘宅、江宅，于上年迁居水南西坡 C 到中 C 灵山坦地
方，先年自往应副。因住居远，向彼中峰寺请去，连年并无津贴常住。切思门徒俱要当官僧差使用，经今清

理，凂中转托洁湖寺僧鉴月师代管应副。其有申发道场，俱系本寺亲到行持仝请。倘申发道场相仝日子，着一
人到，每各道场俱系对做均分，以作僧差之用。嗣后外寺不得强行掺占，自行经公理论，今恐无凭，立此

存照。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立议约玉岐寺僧德赞 （号）

中见檀越潘楚会 （号）

依口代书僧承性 （号）

承德 （号）

又中吕以先 （号）

江德友 （号）

此处提及 “承祖门图”，说明与之相关的 “门图”由来已久，其中的 “门图”亦写作 “门徒”，这当然

可以追溯到久远年代以前。契约中的 “号”，也就是 “（画）押”的意思。付押的中见檀越潘楚会，显然也就

是玉岐寺属下的 “门图”之一。另外，契约中涉及的寺庙计有玉岐寺、中峰寺和洁湖寺，这三个寺在道光

《徽州府志》中皆有记载：

玉岐寺，在长乐上乡大尖山，宋咸淳中建。

揭湖寺，在孝女乡，宋淳佑辛丑建。

中峰寺，在长庆乡，宋建。②

由此可见，这三个寺皆始建于宋代。其中的 “揭湖寺”，亦即民间文书中的 “洁湖寺”。另外，长庆乡除

了有中峰寺外，还有中峰左寺。关于中峰寺，现存有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刊本 １册③，其中有

一方提出：“歙南中峰寺正左二所，自宋敕建，载志可考，系三十都众姓香火，僧住焚修”，这里提到的 “三

十都众姓香火”，另一处则写作 “向系武阳、径口、白石等处乡村香火”。另外，揭湖寺也在南乡三十都，与

中峰寺接近。④

综合上述的记载，清代康熙年间南乡的这些寺庙，皆有各自的 “门图”。晚清无名氏 《募化修造玉岐寺》

指出：“歙南玉岐者，乃此方众檀越之功德院也。”另一份胡寿彭所撰 《黄荆岭、李黄塘、漳坑、溪岔四村迎

接太子尊神新立合墨》⑤ 记载，从明代以来，黄荆岭、李黄塘、漳坑和溪岔四村，“供奉玉岐古刹四太子主坛

尊神，斯时立有天、地、人、和合墨四纸”。后来因故发生纠纷，四村遂酌议新订合墨四纸，规定：“此后迎

神以及一切须照旧例，凡送神者，至期各当，雨雪无阻，免后生非。设有逾期不送，误接空返，公议罚银若

干，其银存归玉岐寺以充公用，不得怀私利己，恃强凌弱。”从太子主坛尊神安放于玉岐寺，以及罚银亦归玉

岐寺公用来看，黄荆岭、李黄塘、漳坑和溪岔四村，显然就是玉岐寺之 “门图”。

二、“门图”与民间社会

（一）明清宗族、寺庙关系变迁与 “门图”之发展

宋元时期，将庙宇交给佛僧或道士管理，或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祖先祠堂 （此为佛、道信仰与祖宗崇拜

７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六德祠记产》抄本计有 ２册，私人收藏。该书封面除书名外，另有 “光绪廿六年春王月订”的字样，但其中扉页作 “祖遗置产簿 ／
同治戊辰年春正月重立”，不过，内里第一页则为光绪廿六年春王月江忠铨抄录的 《六德堂远近契券序》。

道光 《徽州府志》卷 ４之 ４ 《营建志·寺观八》。
佚名编：《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私人收藏。

徽州都图文书抄本 《乘积科则》中，三十都五图下有塘里寺、洁湖寺和忠峰寺，忠峰寺应即中峰寺。抄本 《请十庙科文》按地理方

位历数歙县境内诸神，其中就有 “中峰寺、洁湖寺二寺诸位众神”。这也说明二寺应颇为接近。

见抄本 《预备碎锦》，私人收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５

相结合的样式），这在当时较为常见①。近年来披露的徽州文书中，有一份合同记载：

立合同文书人六都善和程天伦同僧人清溪等，今囗报慈庵后囗原葬余氏夫人在上，其子伯源公兄弟孝思庐

墓，墓前有祠，祠前因当道题请敕建报慈庵，延僧供奉香灯，饭僧田租数百，逐亩刻石，盖自宋绍兴以来然

矣。当时本家条约甚严，住持得人，闲杂人等不得入庵骚扰引诱，不惟清规无犯，香灯不缺，而田产顿增数

百。续遭狂僧与本家无籍交通，以致租产荡废，庵宇頺败，神像、器皿一空，本家族里斯文已经呈县严治矣。

乃于万历三十五年间，睹祠思庵，集议敦请珠溪寺僧悟林，悟林推举其徒清溪应募住庵。其僧素称戒荤断酒，

恬静寡欲，众为庵中得人庆。且僧房重建，庵重修，礼神器物渐行置办，大约将完且美矣。近缘族中间有假名

为僧支持，实利僧物，以致清溪不安，意欲辞去。是族为香火阻留，写立合同文书，严禁本家，不许闲人驻庵

搅扰。如再仍前搅扰、假名诱引等项，鸣众公治。并禁本僧不许招惹闲人，往来私室，致生物议，仍要照旧恪

守释家清规，法界毋得假故用性私回。如违，亦听本家公治。今恐无凭，立此合同一样三纸，各收一纸为照。

万历三十八年六月初八日立合同人程天伦 （押）、程德成 （押）、程? （押）、程季安 （押）、程礼 （押）、

程寄社 （押）、程本生 （押）、程天照

斯文：程大藩 （押）、程登瀛、程敬之 （押）、程万里、程文郁 （押）、程良极 （押）、程良彝 （押）、程

人龙、程以谘、程良猷、程良谋、程云鹏、程大壮 （押）、程道章、程璜、程大有

本管：程有蕴 （押）

书同立合同住持僧：清溪 （押）②

此处的报慈庵，显然是由祁门六都善和程氏捐施建造的寺院。从上述的合同可见，自南宋绍兴以来，程

家就受敕建造报慈庵，“延僧供奉香灯，饭僧田租数百”，这应当就是南宋以来常见的 “香火院”。捐施者善

和程氏为报慈庵之 “护法”（保护佛法的檀越），而寺僧则为捐施者奉祀香火，捐施者亦遂成为寺僧的 “香火

饭主”。③ 在这种背景下，香火院与捐施家族之间互相依存，彼此依靠。由于受到宗族捐建，这些寺院诚如此

前学者所言 “实质上成了变相的宗族家庙”④，亦即宗族之香火院。上文接着提到的 “续遭狂僧与本家无籍交

通，以致租产荡废，庵宇頺败，神像、器皿一空”，虽然没有明确的年代，但显然是在万历三十八年 （１６１０）
之前，极有可能是指明代中叶以后。为此，新立的合同禁止 “本僧不许招惹闲人，往来私室，致生物议”，也

就是禁止寺僧与香火饭主之外的他人来往。在这种背景下，寺僧自然也就不能发展其他的 “门图”。

但在事实上，不少寺僧绝不会满足于一姓一族之庇荫，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突破香火饭主之掣肘，大

力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屡见不鲜，其结果也主要表现为徽州族姓与相关寺庙之间的诸多

纷争。

１ 明代以来族姓与寺庙纠纷的几个案例。

明代以来，围绕着香火院而发生的僧俗纠纷颇为频繁，成为徽州社会极为突出的一种现象，以下列举几

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第一例是围绕着歙县真应庙的纠纷，这在 “徽学”研究领域最为著名，相关资料相当丰富，研究也颇为

深入。根据韩国学者朴元説的研究，徽州府歙县南乡之真应庙，因柳山方氏的居住地与该庙距离较远，其族

人遂将真应庙交由佛僧管理，这为佛僧侵盗祠产、祀田打开了方便之门。早在元至元年间，真应庙就遭到守

视僧之侵盗。及至明代，弘治、万历年间先后都曾出现僧俗的相关纠纷。而在此后，借着真应庙祠产之纠纷

契机，方氏宗族中的乡绅带头发起修筑真应庙，由此揭开了歙县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序幕。⑤

第二个例子是歙县杨干院的纠纷。关于此一纠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嘉靖十七年

（１５３８）序刊的 《杨干院归结始末》，收录了该诉讼案件当事双方的状文、状招以及各级官员之判语、批语

８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７６ １８１页；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第二章第二小节 《功德

寺、坟庵与寺观立祠》，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５０ ５４页。
《明万历三十八年六月 （祁门县）程天伦等立报慈庵严禁本家闲人驻庵搅扰并禁本僧不许招惹闲人往来私室合同文书》，见封越健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散件文书》第 ４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３９页。
有关香火院的论述，参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４６９ ４７０页。
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３期。
朴元説：《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１ ６５页。



从 “门图”文书看徽州僧 （道）俗关系与传统社会之变迁

等。根据阿风的专文探讨，杨干寺原本是徽州府歙县呈坎罗氏秋隐派之始迁祖唐人罗秋隐的墓祠，南宋宝

六年 （１２５８），十三世罗鼐在其岳父程元凤 （歙县槐塘人，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支持下，提议将膳茔田

地、享堂别立僧籍，招请歙县宁泰乡杨干禅院僧人觉晓看守墓产。及至明代中叶，杨干寺逐渐发展成为远近

闻名的大寺院，其寺僧佛海、法椿等都曾担任徽州府僧纲司都纲，成为当地僧界之翘楚。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
杨干寺僧人佛熙在主持修建佛殿时，曾将瓦砾堆压在罗姓祖坟之上，僧俗双方遂产生矛盾。当时，佛熙图谋

将罗秋隐坟墓迁出寺外，于是捏造了 “谋寺假坟虚情”，声称罗氏族人罗显 “强谋风水”，而将后者告到歙

县。① 面对祖坟被平，罗显越诉，上告至巡按御史处，经过审理，官府确认罗氏祖坟位于杨干寺内，必须重建

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不过，杨干寺僧人声称该寺系由孝女、宁泰二乡迁来，与罗氏始祖

坟墓无关。透过 《杨干院归结始末》可见，从嘉靖七年至嘉靖十四年 （１５２８—１５３５年），僧俗双方的诉讼前
后历时八年。在此过程中，官方一度也不承认杨干寺为罗氏宗族墓祠，故将杨干寺中堂改成祭祀宋丞相程元

凤之祠堂，而观音堂则继续作为僧寺而存在。此事一波三折，直到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才得以最终结案，确
认了杨干寺内所有的罗姓始祖墓地。

第三个例子是隆庆至万历年间，新安大阜吕氏围绕着吕侍郎祠和太平寺与其他宗族发生了多起诉讼。吕

侍郎祠等诉讼案之核心文献是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 （１６１２—１６１３年）编纂的 《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

根据郭锦洲和田艺、章毅的研究，因吕侍郎祠本身既有宗祠的宗族特性，又具有名人专祠之公共性，这种两

属特性，使得它的发展、变化历程颇为曲折。吕氏宗族殚精竭虑地经营吕侍郎祠，前后历时百年。在其前期，

吕氏族人一度成功实现了 “宗族化”，但最终却不得不面临 “撤回私主”、恢复 “官祠”的命运。关于此一现

象，郭锦洲认为：在明代后期，祠堂已经代替神庙成为徽州社会普遍存在的控产组织，而吕氏败诉的原因之

一，是没有在祠堂祭祀仪式上进行神明与祖先的区分②。而田艺和章毅则认为：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兴

起，商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士绅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成功的吕氏商人将吕侍郎祠逐渐转化为事

实上的吕氏宗祠。吕侍郎祠神主之 “名宦”与 “乡贤”身份，为发展中的吕氏宗族提供了祭祀的正当性，也

抬高了吕氏的社会声望；而吕侍郎祠实际上的 “宗祠”功能，则为吕氏各派商人提供了便利的宗族网络。而

当吕氏商人因 “迁族远”而在当地势力减弱之际，府城士绅则展开强有力的竞争，又成功地将吕侍郎祠重

新 “化私为公”，恢复了该祠的 “官祠”地位，并由此清除了吕氏宗族对于吕侍郎祠以及相关土地的各种

权利。③

第四个例子是歙县西乡槐塘竺溪寺的纠纷，关于此一纠纷，抄本 《讼难》中有康熙十四年 （１６７５）四月
《槐塘为竺溪寺先贤祠告争原呈在府》：

具呈吏部候选知县程鹏罛、歙儒学生员程、程柱、程奇显、程鹏翥、程观等，呈为纠释灭儒，冒碑占

地，恳电册志，赐勘追裭事。朝廷公典建祠，亦必价鬻民产，宦祖世传基宇，岂容势拆罟吞？生祖宋学士程念

祖等一代名臣，置地讲习竺溪寺内，没因立祀建祠，历年数百无异。嗣明嘉靖年寺僧不法，蒙前太守冯公驱

僧，改寺为崇正书院，祀周、程、张、朱五贤于中堂，而两庑仍列生祖四主奉祀。是冯公未建贤祠之先，生家

祖祠原在寺内，即鲍姓既灭贤祠之后，生家祖祠仍在寺中，税载官册，典详府志，及僧租约，供奉程先献祠香

灯，历历炳据。

此一原呈是歙县槐唐大姓程氏的声明，指出：其先祖宋代学士程念祖曾 “置地讲习竺溪寺”，逝世后

“立祀建祠”。明代嘉靖年间，徽州太守改寺为崇正书院，两庑仍列程姓祖先四人神主奉祀。在此，程氏控告

鲍知 “欺生家远，势拆寺内祖祠，攘为僧舍，复占寺外祖地，霸造私祠”。对此，康熙十四年四月三十日鲍

知的 《为竺溪寺先贤祠诉府词》则提出不同的辩解：

竺溪古刹，创自宋淳熙年间，为生等十三乡众姓香火。万历九年清丈，遵照原额，签税二亩五分四厘五

９０２

①

②

③

阿风：《从 〈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族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之一》，见 《徽学》２０００年卷。
郭锦洲：《祖先的距离：宋明间徽州祖先祭礼的变化》第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另可见郭锦洲：《宋明间徽州
社会和祭祀礼仪》，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田艺、章毅：《万历吕侍郎祠诉讼案与晚明徽州的社会竞争》，见常建华、夏炎主编：《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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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土名竺溪寺基，十三乡廿一户分庄纳课无异。万历廿五年寺毁，比经公募重建。至卅六年，程旧膳等听术

士簧鼓，倚恃宦焰，借贤祠名目，诬控县主张涛公案下，亲勘明参，不得援儒入墨，责令寺僧于西偏另募一

祠，以礼四贤及程丞相，印照炳据。因寺僧病故，事遂中止。延今康熙六年，寺宇久为蚁蚀，一时倾倒如屑，

众姓念系香火，复募重新，随邀万恶举人程鹏罛等同族四十余人，公同商确，仍尊张公旧断，特造一祠，以奉

周、程、张、朱五夫子及程丞相附祀，计费三百余金……

文中的 “程丞相”，也是指歙县槐塘人程元凤。程元凤为南宋绍定二年 （１２２８）进士，咸淳三年
（１２６７），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后遭弹劾罢职，翌年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归隐黄
山。从上引 “诉府词”可见，早在万历三十六年 （１６０８），僧寺与程家就发生了纠纷，其纠纷的焦点是———
竺溪古刹究竟是程姓 “贤祠”还是 “众姓香火”？此一案例比较复杂，程姓后来所谓的 “置地讲习竺溪寺”

比较含糊，究竟是其先祖舍田建寺、招僧住持并讲习其间？还是先有竺溪寺，程氏讲习其间并发生瓜葛？程

氏方面未曾提及相关的土地契约证据，彼此之间的产权关系也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没因立祀建祠”应当

是可信的，这也造成了寺、祠错综复杂之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第五个例子是围绕着歙县中峰祠寺的纠纷。关于此一案例，现存有刊本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

卷》。根据书中的 “中峰寺源流”：

祖隐之系宋羽林上将军昭聪公仲子，武肃王五世孙也。初授右侍禁，加授大常寺大祝，升大理寺丞，转歙

州太守，政敷惠洽，瓜期民遮于道，卧辙攀留。因卜歙之汝溪住焉，卒葬小沟口上，酉山卯向，坟山地三亩二

角，东官道，西降，南方思、忠思全山，北中峰寺基地。端平间，本郡以二侯钱辌、钱頖功业请于朝，敕祠祖

墓之右，又请额名中峰道院。大元至正十四年丁丑仲春，僧智聪改迁中峰寺于朱家坞，右墓左祠，买到本都伯

旺等寺前中田十亩零，四至明白，付僧佥业，自收自种，永奉香灯。除节年粮税及本家春秋祭仪外，粮听僧收

用。如僧缺奉香灯、祭品变易等弊，本家不得隐忍。

上揭文字之后，所列田产计有二十七号。“万历十年清丈，止有四百七号祠寺地并一千四百八十一号、八

十二号、八十三号、九十七号、九十八号、一千一百四十六号坟墓，地共七号，系本家钱景积户佥业。其余

田地山塘，尽付僧人佥业，本家止取祭仪。后因寺僧佛金忘本昧心，将田盗卖凌五郎，本家查觉，即于万历

二十六年控告徽州府、县，将田断还身家，法究妖僧佛金、土豪凌五郎，俱各责惩，仍将妖僧驱逐，不容在

寺。随于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寺僧承州、法圆、法达，始将田地山塘尽行推复身家，新立户名三十四都四图

十甲下钱寺丞户，入籍当差”。上述这段引文，提及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以后发生的纠纷。书中还抄誊有万历十
三年 （１５８５）三月僧人德清、佛金的 “承约”，其中提及：

立约僧人德清等，原有恩主宦官大理寺丞、荫补歙州太守钱隐之公建祠立寺，土名小川口上白马墓，恩免

不均税，系钱?王之裔孙钱辌、钱頖助宋有功，敕封惠显、惠济二侯王神位，勋烈祠宇。后有裔孙主官至翰林

学士钱融堂，奏准敕赐中峰祠寺院额。又价买故民朱伯旺土名朱村隖等田地山塘一十三亩零，于祥符六年复重
建祠寺，系与隐之公夫人孙氏坟左毗连，俱恩免不均税。左祠右墓，招僧住持，侍奉香灯。递年每遇清明，僧

等备仪，俟主扫祭，自宋传令无异。近于万历九年明旨清丈，照例均摊，官民一则，无论原额不均，祠寺墓地

俱出示，令民注业增税。有土名中峰寺基地，祠墓地俱系恩主钱景积佥业输税，祠寺、屋宇、厨房、食锅、器

皿、耕牛、犁耙等物，照旧与僧人德清等住持，侍奉香灯神主，递年备仪祭奠，不致欺灭，坟墓不致侵损。所

有小川口上白马墓祠地，并故官寺丞公坟山墓地，亦系钱景积佥业收租，于内除租八斗与僧添整祭仪，余租俱

系恩主征收输税。原有学士钱融堂公价买田地山塘一十三亩，土名朱村隖鱼塘，并后鱼塘、来龙山及左右四围
圈地内田八亩零，恩主议与僧人立领注业，耕种食用，自守清规，侍奉香灯神主，照额整备祭仪，酒食俱各在

内。今遇例新丈，土名字号与旧额不同，尤恐拴忤侵占?卖，恩主钱景积欲行告理，给帖防后。僧等自愿浼

中，立有看守文约，日后不致?卖欺灭。如违，听从恩主经公告理，僧等自行取赎无辞。递年詄挂，以清明日

不分晴雨为期，永为成规，不致搀前越后，永远为照。

万历十三年三月　 日，立约僧人德清仝立僧人佛金、智法。
中见：开化寺僧能桂。

仝见人：世惠、王子信、凌汝锡。

万历十三年三月立约看守后十多年，僧佛金就将田盗卖与凌五郎。故此，刊本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

告文卷》中，抄录有万历二十六年 （１５９８）十月的 “告府批县案卷”，其中提及钱氏已迁居浙省，官府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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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中峰向为钱祠香火”，“据法应尽断归钱氏”，但在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三月十一日又认为：“第念华政
隔省之人，不宜尽情以丛怨地方，且令五郎尽吐十年之业，似难为情。岁时香火有限之废，亦不须十亩之入，

量断佛金备原价一半，赎田五亩还之钱祠，其五亩许听凌五郎管业，华政不得复争。”此一纠纷显然并未就此

解决。不过，从前述 “承约”中僧人德清、佛金和智法称呼钱氏一口一个 “恩主”来看，中峰祠寺应当属于

钱氏宗族的 “香火院”。

及至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奉旨新丈，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生员钱青选、钱璧、钱士选、钱仲嘉等又再次上控：
“僧光会逞富忘本，重赂公正凌昆，不发寺基前后左右税票，煽惑地方，擅将太祖封牌挥之草野，竟忘立寺之

由，大悖豢养之恩。”钱氏强调：“始祖隐之公系武肃王孙，荫补歙州太守，世祖曰钱辌，曰钱頖，有功宋室，

叩封二侯，敕建中峰道院，招僧住持，侍奉香灯神主，敕诰、碑铭、税册、前朝讦告文卷历据。”此处提及的

钱辌，为淳安蜀阜人，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入侵江南，他与其弟钱頖率乡兵抗击，封承信郎。对于钱氏的指

控，僧光会则反驳道：“敕建中峰古寺，先有观音阁居寺左首，续有钱姓祠宇与寺右首毗连，旧丈鳞册税据相

传，世守祠、寺各别，本寺向系武阳、径口、白石等处乡村香火。”后者在此强调 “祠、寺各别”，这是僧

（道）在此类纠纷中反复强调的一点。

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照旧址重建祠宇于寺左五圣庙前，当时，寺僧见空、履朴立有看管议约一纸：
中峰寺僧见空、履朴等，今因本寺原系宋故恩主宦官钱有功宋室，敕赐中峰道院，供奉香灯。随有裔孙融

堂公者，官至翰林，价买朱家坞田地山塘一业，寺祠前后左右，俱系钱氏独业，付僧佥管，遇清明，僧供祭

仪，候祠主祭散。其祠寺、屋宇、食锅、厨灶、器皿、耕牛、犁耙等物，照旧与僧人德清住持，侍奉香灯神

主，每年备仪祭奠，不敢欺灭坟墓，不敢侵损。万历十三年，德清忘其初心，有侵占?卖之意，事露，浼中立

约看守，日后不敢欺灭，等情。嗣后，不期万历二十六年僧佛金复行盗卖，以致恩主钱姓告官呈究。清朝康熙

清丈，僧光会忘本背叛，又煽众毁主，不发寺基业票，钱姓恩主又行告理，光会已经驱逐，二次审语可查。今

康熙十九年钱姓恩主照旧左祠右墓，复建祠宇，于五圣堂前后告竣完工，僧等自当随时看守。其寺基与前后左

右俱系钱姓独业，寺僧耕种，理合供租。今蒙恩主不取租，每遇清明祭祀、秋成收租，系僧迎送接待，不敢缺

礼。自议之后，凡我僧众务相照管，不敢堆积污秽、损坏等项，自当确守清规，朝暮焚香，不敢忘本背叛。如

有此情，听凭恩主经公理论。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康熙十九年十月　 日，立议僧见空 （花）

仝议：僧履朴 （花）、师警六 （花）

见人：凌汝大 （花）、凌履安 （花）

凌敦五 （花）、凌锡五 （花）

凌作舟 （花）、程鸠笑 （花）

江丹倩 （花）、凌祥符 （花）

代书凌式玉 （花）

以上的 “花”，与前引的 “号”一样，都是花押之意。从中可见，自明迄清，寺僧不断反抗，企图摆脱

钱氏的控制。不过，就上揭康熙十七年的看管议约来看，中峰祠寺明显是钱氏的香火院。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来此类纷争的焦点主要在于———究竟最初是 “立寺护祠”的香火院，还是一方的

“众姓香火”。而万历、康熙年间之清丈则引发了更多的纠纷，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清丈，一些宗族突然惊觉寺

庙产权与自身关系的一些迫切问题。从总体上看，地方官府的解决之道，基本上都是将寺、祠分立以平息

纠纷。

２ 祠、寺关系变迁背景下 “门图”的发展。

在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中，以往学者都注意到寺庙与宗族关系的上述变化，注意到宗族对此一重大变

化的应对举措。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寺庙本身发生的变化却鲜少注意。事实上，在此过程中，寺庙也因应时

代的变迁，发生了相应的一些变化。

《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谱》① 中有 “墓寺讦讼”，其中，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三月二十九日 《本族公禀》

１１２

① 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此件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陈瑞研究员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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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生祖宋宦时中公，高、曾、祖、父四代名臣，兄弟五人并登进士，于光宗绍熙甲寅置地塔干，葬母金氏夫

人。至宁宗庆元乙卯始建塔干庵，嗣改崇福寺，续置香灯田，招僧广渊看守坟茔，侍奉神主，世供祭祀。以先

人有大功于社稷，又以夫人为金尚书安节公女，徼恩敕赐免征，历今四朝，郡、邑两志悉纪。生祖汪时中所

建，并本寺墓碑所载，源源本本，昭然炳据。后置墓祠、书屋、僧房，皆在青龙左侧，而右手曾无置造，诚恐

白虎填塞，关碍坟茔，历代以来相传无异。僧系图谱，自宋迄今一十九世，历年正月初五，僧人赴本族叩节。

三月初四日，两族赴祖墓标祀，寺僧供费服役，遵守条规，从无陨越。盖寺为宦祖护坟之寺，则僧为世守宦坟

之僧。

此处提出，宗族 “招僧广渊看守坟茔，侍奉神主，世供祭祀”，而寺僧必须 “供费服役，遵守条规”。自

宋代至清初，每年正月初五，僧人要到西沙溪向汪氏叩节。从这一点上看，寺僧的地位几乎与佃仆相当。

此后，因寺僧盗卖祀田、荫木，改庵建寺，逐渐脱离了主家约束。对此，汪氏认为：“众姓乃后来续买之

门图，寺祠乃生家世传之香火。”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七月，汪氏中的一批生员向县衙递呈，指出：“寺历五
百年，僧传十九代，生受本檀之养，死葬本檀之地，一旦背本忘源，只识附近之门图，竟忘远之恩主。兴

言及此，见者伤心，闻知发指！稽厥由来，生家为此祖墓历尽兴复，叠案确凭，若被奸僧忽起风波，攘为彼

业，堂堂两族支裔，其何以堪？总之，葬坟免征在前，招僧守墓在后，彼众姓门图俱后来续买，而生家祠寺

乃世传香灯，创兴悉系宋朝，安得妄称唐代？”此处提及，寺僧 “生受本檀之养，死葬本檀之地”，这与佃仆

“生受主田，死葬主山”颇相类似，只是寺僧不可婚娶，所以若与判定佃仆之核心三要素相较，仅少了 “婚

配主婢”一条。

此外，汪氏还指出：“生家免征止有二处，王墓寺乃阖郡汪氏免征，崇福寺乃生家两族免征，俱交僧挂佥

主持。崇福寺今日倘被鳄僧冒占，则王墓寺僧即可效尤。至若王墓门图广于崇福，今日弹丸一角，违禁公呈，

受贿夥占，则将来巨家大族王墓寺地，亦可唾手而得矣。”这里指出，与汪氏相关的王墓寺和崇福寺皆有门

图，而前者之门图则要广于崇福寺。

（二）“门图”与民众日常生活

“门图”与民众日常生活应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迄今所见的相关史料较少。徽州抄本 《目莲曲书》中有

小戏 “降神”一节：

领了安人命，来请降神婆婆。妈妈，可在家么？

请！

见礼！

仝坐！

这个人家，还没有烧火，到他家来，没有茶把我吃，到我家去，也没茶把他吃。

请你去降神。

我家是你家门图。

好！

……

其后另有一出 “做降神卜婆”：

来了！

我是卜婆，终日主顾多，这家也是我，那家也是我，只为钱财没奈何。

（又白）原来桂香姐！

请坐！

请见一礼！

请坐，待我家女儿拿茶与你吃。女儿，有客来了，拿茶来！死丫头，还没有烧火，本待拿茶来与你吃，我

那死丫头，以如今还没有烧火。

到此何事？我要到前村去降神要紧！

不错，你那里是我家门图，待我嘱咐家务事。女儿！我往前村去降神，好些看守门户。老人家不妨的去，

有劳你。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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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也不到我家来嬉。

好！老安人见礼。

谢坐，这个死丫头，到我家没有茶把他吃，到他家来，没有茶把我吃，走五方，弄了他一下就有了。福礼

可曾齐备？

丫环姐，拿福礼来，安五方。

丫环姐，我对你说，安五方讲不得话的。

伏以神通浩浩，有求感应，无祷不灵，有△姓名△，女儿却被妖怪迷恋，整备有福礼，拜请东方祈祈到

坛，普仝供养，东南西北中。……来有香烟奉请，去有钱财奉送。……拜请东方卜郞神，……青旗青马青将

军，今日今时来赴会，茶三盏，酒三斟，喏也哩喏哩，喏也喏哩哩，喏喏哩哩喏，哩喏之哩。唱一方，走一

方，伏以拜请西方卜郎神，白旗白马白将军。（合前）伏以拜请南方卜郎神，红旗红马红将军。（合前）伏以

拜请南方卜郎神，红旗红马红将军。（合前）伏以拜请北方卜郎神，黑旗黑马黑将军。（合前）伏以拜请中央

卜郎神，黄旗黄马黄将军……

以上的 《目莲曲书》之 “目莲”即 “目连”，上揭两段引文都提及 “门图”，“降神卜婆”声称的：“这

家也是我，那家也是我，只为钱财没奈何”，描述的就是属于自己营业范围的 “门图”。另外，《目莲曲书》

中还有 “降神卜婆”为所属 “门图”做法事之详细描述，这可与迄今尚存的诸多宗教科仪文本比照而观。这

出小戏之后还有对 “吊丧鬼”的描述，这也与徽州民间的相关风俗极相类似。① 揆诸实际，“降神卜婆”虽然

与寺庙僧、道仍有差别，但有关 “门图”的基本规矩与做法应当并无二致。②

以上所引是在徽州流行的戏剧资料，相当生动地反映了 “门图”的一些侧面。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记

录，较早的资料见于道光年间黟县渔亭的 “登善集”。当时，每逢中元大节，渔亭镇的 “门图、僧众”会在

义地上施放焰口一坛以妥孤魂，议定诵经钱 １４００文，置备锡箔、纸衣并供献香烛等项，议定开支银一两换成
铜钱零买，如有捐助纸衣者听其功德。③ 上述 “登善集”的例子，是较大规模的群体延请 “门图”僧众的情

况。而稍后的例子，则涉及个体的案例。例如， “陈汝兴众 （吉诜）”订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光绪廿六年 （１９００）、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１９２０ 年 （民国九年）、１９３０ 年 （民

国十九年）和 １９４０年 （民国二十九年）《本甲经办会议十排》一书中，就记载了 “本村福山庵门图”。其中

提及：

正礼二百十，折手巾十文，灯米三升，五方布、剑布，刍 【绉】纱包头一个，白纸扇一把。

到夜饭，亥、青菜、水付、笋片；半夜，切面、酒。

法事完，諽、付、酒，送神用活鸡剪生；早，切面。

三甲黄土岭到，馔、盒茶、切面、点心、酒，便饭菜，肉炒青菜、付、笋片。

抄本中另外还有一处记载 “福山庵裘金宝门图”：

正礼钱二百十，折手巾钱十，摸灯米三升，五方剑，布，折绉纱钱八十，白纸扇一柄。

到夜饭，素膳，申文禳星，如二夜飱索面，敬和合喜神。

法事毕，吃煮諽，送神后吃饭，回坛，亥六两，鱼一尾，寿桃八个，香烛纸。

三甲黄土领到，四位，馔盒、茶、索面为点心，荤、素六碗。

该书还记载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轮值的裘德门图：
十五到，夜膳，素菜六碗，申文禳星，夜餐索面，敬和合喜神。法事毕，夜飱，送神回坛，照例。

此后十年，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年）轮值本境门图：
是夜到坛，夜膳，素菜六碗，申文禳星，夜餐索面，敬和合喜神。法事毕，夜餐，送神回坛，照例。

由上述这些零星史料可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道士做公共法事的场合，相关 “门图”需要轮值，而

轮值到的 “门图”，则要负责备办各类祭品、菜肴。

３１２

①

②

③

劳格文、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
吴艳曾较为细致地描述过江南的 “六色人”与 “门图”，（参见吴艳：《从 “门图”到 “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第

３５ ３７页）此处徽州的 “降神卜婆”，大概也就相当于江南的 “六色人”之一类。

道光 《登善集·规条》，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藏。此件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猛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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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从施主的角度记录的。有些文书，虽然未曾提及 “门图”一词，但实际上显然亦与此有

关。例如，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乐善堂迎龙道场所留下的一册文书就记载：
旁山寺法司

面议本寺和尚一位，外雇客司二位，言定口经钱十千零三百文，并文书、板纸、灶司函、百家奠土一应

在内。

未雇客师，只有本寺一位，是以面算折价，付去钱七千文。

本里上浓司

面议道场纸扎、衣帽逐身列明，言定工资钱二千八百文，外加钱三百五十文，付讫。

蒙山三身，诵经一身，迎龙十身，供天一身，和土祭衣四身，请猖七身，余屋奠土纸马，主坛三身，灶司

衣帽，每灶一身。

这是反映旁山寺和尚所做道场的相关文书。与前引 《六德祠记产》所引玉岐寺议约引述者相类似，此处

亦 “外雇客司二位”，也就是延请旁山寺之外其他寺庙的两位和尚前来帮忙。他们一起为乐善堂开办 “迎龙

道场”，文书详细记录了所做道场需要的物件以及相关费用。由此看来，徽州文书中现存的不少宗教文书，也

应是由僧道所制作。例如，有一册 《孝门显达》的文书，就应当是由僧道制作而成：

恭惟混沌初开，乾坤交泰，道法宣傅于东土，张宗大阐于南唐，流传科典，济死度生，具有孝词，敢亡敷

奏。臣今奏为大民国京都道司、江南徽州府道纪司、歙县道会司、城东大宋祥符二年敕建天庆宫祝筵圣

寿……大民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孝女乡延宾里洽河上头坦新宁社管居住、奉道追修报本度亡功果孝士凌工桂，室

吴氏，弟灶炎，弟室吴氏，弟灶根，妹有福，祖母汪氏，母余氏泪通孝眷人等，是日沐手拈香，端拜投忱。伏

以灵宝天尊，说三元慈悲之法忏；元皇上帝，演十方道德之真经。传与世间，度人无量。道全万化，昭垂利物

之人；孝念一心，深切迢修之感……具词告荐：

先三十八世祖讳惟昱府君，凌公安人吴氏、赵氏，

先三十九世祖讳福?府君凌公安人姚氏，

……淑魂

……

又念，附荐

……

伏愿玉辂天开，金桥云现。攀龙附凤上南宫，跨鹤乘鸾游东西，逍遥路无碍无遮，仁寿乡宜先宜后，……

早登仙界，慈悲接引，荐悼悉沐，甄陶谨意，谨疏以闻。中华民国癸酉年十月良日上进，叩……①

类似于这样的文书，就目前所见而言在徽州遗存者尚有不少。上述这份文书，末有 “贫道方睴清稽首谨

叩”的字样，显然说明此一文书应出自一位道士之手。文中有 “几旬之寿”“几七之期”，这显示该道士是套

用固定的文本格式书写。

关于道士与门图的关系，《中国徽州文书》中收录了一份 １９４０年 《歙县道士张乾元等立订门图事约》：

立订约道人张乾元与苏川施主等，缘因门图一事，今订章程：道士方面，一事递年照老章程，己事临时面

议工资，不得高抬，亦不得误期。每年端节灵符，按灶送发，不得短少；施主方面，每年夏麦各户牙囗一升，

冬粮按灶一升，不得缺少。雇用道士，亦不得滥用。倘遇善事，价目不合，亦可另用。此系两愿，各无翻悔，

今立订约一样两纸，各执一纸存照。

民国念九年夏历九月　 日立订约张乾元 （押）

方震芝 （印），曹郁章 （印），潘贵茂，方恶化 （押）

方振成 （押），方元善 （押），方秀芝 （印），方春 C （按）

方步青 （按），方明德 （印）

代书人方殿卿 （印）②

契约中的 “苏川”，可能是指歙县的苏村 （“川”为徽州常见的雅化地名）。文书中所述的类似情形，在

４１２

①

②

徽州文书抄本，１册，私人收藏。
黄山学院编：《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第 ２辑第 １０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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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南乡一带应当比较普遍。关于这一点，相关的例证之一是吴正芳在其所著 《白杨源》一书中曾指出：

“和尚打醮时不收费，只在香客敬供的祭品中，每碗取一份放在随带的斋袋中，但每户必须每年施舍给打醮的

和尚一升米、一升麦。为了节省加工费，多数本村香客每年施舍两升谷和一升麦，而且规定：端午送符时施

麦一升，割稻施米一升或谷两升。”① 吴氏的这段描述，与上述契约中所提到的一些细节颇相吻合。另外，上

揭契约所提及的每年端午道士应送灵符，而施主则供给夏麦冬粮，这也与民间的口述资料颇相契合。契约中

谈到倘遇善事，则应另付工资，而且门图具有排他性。这些，既有檀越与僧道早期关系的印迹，又反映了新

的市场化运作之趋势。

三、小结

关于徽州寺庙 “门图”的资料，目前所见者还相当有限。不过，据此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宋元时期，将寺庙交给佛僧或道士管理，或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祖先祠堂 （这是佛、道信仰与祖宗崇拜

相结合的样式），这在当时较为常见。这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香火院。佛寺原先是与个别宗族关系密

切，宗族为之布施场所及田地，而寺僧则为宗族看守墓地，并在施主上坟时为之服务。在这种背景下，寺庙

对于宗族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明代中叶以后，宗族与寺庙之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纷

争。不少纷争的焦点主要在于———早年究竟是 “立寺护祠”，还是 “众姓香火”。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岁月的

流逝，受明清时期国家政策变动的影响，徽州官府对待寺院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于僧俗纠纷往往是将

寺、祠分立，不许宗族檀越插手寺庙事务②。一般宗族也往往招仆住庄耕田守墓、设立祠堂祭祀先祖，捐建香

火院供奉先祖之习俗遂逐渐走向没落。宗族对于寺庙的支持与控制有所减弱，而寺庙亦借机挣脱特定族姓之

限制。他们往往迫不及待地将寺庙中的族姓印迹毁灭，这自然引起了 “香火饭主”的愤怒。为此，双方展开

了持续不断的冲突与纠纷。其结果往往是寺庙由原本的 “一姓香火”，转变而为 “众姓香火”。可能就在此

时，寺庙也就发展出各自的 “门图”。在此过程中，由被动的服役义务转化而为主动的服役权利，并进而将

这种权利转化为寺庙的财产，可以世代承袭及买卖。

从明代以来，徽州的群际关系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原先具有严格依附关系的佃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和社会变迁，主仆关系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松弛的动向。在当时，一些佃仆 （或小姓）通过各种途径壮大自身

经济实力之后，逐渐摆脱了主家 （或大姓）的控制，此即主家 （或大姓）眼中的 “跳梁”或 “脱壳”，也引

发了诸多的主仆 （或大小姓）冲突。③ 与此颇相类似，寺庙与宗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有类于佃

仆与主家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寺庙逐渐摆脱了宗族的控制，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的专业技能亦逐渐

市场化，为一姓之外的大众服务。这一点，也与南方的一些贱民阶层有着类似的变化———这就是寺庙 “门

５１２

①

②

③

吴正芳：《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２８页。另，吴正芳曾提供 １９２２年抄录之余明镛
《褒忠古寺记》复印件：“洪武十四年二月，请资福寺僧惠副来寺庙住持。（本家送粮米、油盐、酒食、应用火器、麦面、纸烛与寺

内安慰佛像。次日，一十二人方任甫等同和尚报参拜本家酒食一厨。后至七月初三日，一十二人在寺僧来请去，劝舍香灯、田亩。

源甫愿将贵字号、土名寺前弯坞等处共下田九亩八分，出舍入寺户内，与僧解纳日食，供奉香灯。）”

《祁门县西峰寺恃强霸占寺产告示碑刻》：“特授祁门县正堂加三级徐为敬抒管见事……查士民捐助资产于寺庙，本属乐施，何得竟

起檀樾名色侵谋羁占，滋生事端？地方官如遇此等讼案，即应随时断结，以息纷争。应如该学政所请，通行直省出晓谕，将檀越名

色一概革除，不许借有私据争夺讦告。其士民施舍田产修建寺庙，但许僧尼、道士经管，亦不许檀樾自行售买，如有犯案到官者，

该地方囗时酌办，按例惩处，仍行勒石示禁，等因。并奉查造县境各寺庵庙现在仍有田造册申送各上司存案，一面勒石本寺庵庙允

【禁】，不许衿棍借称檀樾名色占踞，各在案。乃有各该寺册报现管有田产等处，合亟出晓谕，允禁捐主借称檀樾名色，嗣后不得借

有私据侵谋羁占。至该寺所有田产，各捐主不得过问，悉听僧管，自行照册勒石寺门，咸各遵守，仍敢恃强羁踞，该僧即行指名禀

究。该寺僧众亦不得藉盗卖，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告示，抄勒西峰寺晓谕。”此碑刻为安徽中国徽州文

化博物馆前馆长陈琪提供，特此致谢！参见陈琪：《祁门县西峰寺明清时期碑刻文献的发现与解读》一文，见卜宪群主编：《中国区

域文化研究》第 ２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王振忠：《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见郑培凯、陈国成主编：《史迹·文献·历史：

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王振忠：《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 〈钦定三府世

仆案卷〉抄本为中心》，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 ３期，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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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贱民 （如绍兴堕民）“门眷”①，有着颇为相似的内涵之原因所在。而从 “门图”“门眷”之演变，可

以考察明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地方社会中群际身份关系之嬗变。从明代开始，徽州的各个族姓也正是

通过与僧、道以及佃仆 （或小姓）之纠纷与冲突，加强了自身的宗族统合②———这是明代中叶以来伴随着徽

州社会的剧烈变迁，僧 （道）、俗双方都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

〔本文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曾得到上海交通大学章毅教授的帮助。此文曾于 ２０２３年 ５月 １０—１２日在香港
中文大学主办的 “比较与全球视野下的宗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其间得到论文评议人劳格文

（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教授的指教，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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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俞婉君：《绍兴堕民服役权 “门眷”的田野调查》，《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 ６期；王振忠：《平民莫笑堕民低》，《读书》２００５年
第 ９期，后收入 《日出而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类似于此的现象，在南方各地还有不少。例如，笔者
最近在主持 （与苏州档案馆沈慧瑛合作）苏州契约文书的编纂，其间看到一份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绝卖 “道业主顾”的契约，

与转让 “门图”“门眷”的相关契约颇相类似。大体说来，将被动的服役义务转化而为主动的服役权益，也与随着人口压力之增大、

生存竞争的愈益激烈密切相关，这是明代以来南方各地较为普遍的现象。

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李建云译，王振忠校，《江淮论坛》２０００年第 ２、３期。


